
广州起义前后的杨殷

□邵雍

1927 年 12 月的广州起义是我军初创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杨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

一。张太雷牺牲后，他曾经出任广州苏维埃代理主席。重新探讨杨殷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事迹，

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接着广州发生了

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大批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遭到屠杀，至此大革命已基本被葬送。但是中

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

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杨殷就是这个光荣队伍中的一员。

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领导南方

局。周恩来等未到之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暴动及一

切政治军事事宜。1927 年 10 月 16 日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南方局和省委联席会议经过情形，

以及改选后南方局、省委成员名单。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

杨殷、彭湃 6 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

黄锦辉、杨殷 6 人负责。杨殷还兼任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工委工作。

这年中秋节前，杨殷派秘密交通员李少棠（女）带炸药和炸弹壳坐船去九江，教人翻制

炸弹，经过几次试验，炸弹的威力不错。杨殷听取汇报后大笑地说：“好哇！这是准备广州

暴动时送给反动派尝的礼物。”与此同时，杨殷指示从上海辗转回到香港的杨广就地建立地

下联络站并负责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在澳门与广州间的运送工作，“为确保刊物的安全，

由杨殷交往香港澳门轮船上的海员负责接应”。10 月底杨殷还指示从港澳潜回广州的曾伟赞

做联络铁路工人的地下工作，并联合印务及理发等工会举行示威，以探听汪精卫对工人的态

度，结果葵园示威揭穿了汪精卫、张发奎的反动真面目。

11 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杨殷负责总指挥部参谋团的工作，

收集情报，在叶挺未到广州之前，协助军事技术的指导和制订起义的行动计划。他还把广州

分散的手车、铁路、汽车等各行业的秘密工人武装统一组编为工人赤卫队，自己负责指挥西

路起义军。同月，杨殷了解到周文雍被捕后的处所，经过周密安排，通过打入公安局当特别

侦缉的黎胜等人将周文雍救了出来，使他能够及时参与广州起义的组织工作。

12 月初广东省委机关召开动员会，大家都准备回广州参加暴动。这时，杨殷交杨广带

往澳门付印的除了《红旗》之外，还有为广州起义准备的宣言、文告和传单。“约在六、七

日，杨殷先回广州，临行前他嘱我把《红旗》付印后便回广州去。”12 月 7 日杨殷在禺山市

场陈少泉杂货店二楼举行的工农兵代表会议上说：“就这样决定，南海农民赤卫军两个团归

南海县委书记陈道舟同志领导。广州起义信号发出后，农民赤卫军第一团团长周侠生同志，

负责协同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进攻路局和芳村、花地警署；得手后，回师拿下大沥，再会合

农民二团团长吴勤的队伍，打下佛山，控制广三路，巩固广州外围。”在此之前，杨殷还指

示曾伟赞在黄沙将军庙后街仁和里（现在粤汉路广州南站）七号木屐店内建立秘密机关，联

络这一带的失业工人。12 月 10 日清晨，杨殷在广州黄沙阶砖巷的一间小屋里主持会议，传

达革命军事委员会行动提前到 12 月 11 日的绝密指令。会上有人急问道：“我们来得及吗？”

杨殷神态安详地回答说来得及，刀柄还没有给他们抢去哇！麻烦当然麻烦，甚至要准备闯险！

准备失败！可是我们要是怕这些还要革命吗！下午，他在叶挺召开的参谋团军事会议上详细

报告了参谋团掌握的情报，称“三个钟头便可以拿下广州”。在谈到何时打河南时，杨殷同

意叶挺“打下河北再过去不迟”的意见，并接着说：“我们手里拿着‘天九至尊’，难道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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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他的‘三武鹅五’?”他还提议：“除了硬打，我们向敌人来个政治攻势如何？把所有的共

青团、劳动童子团、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仗一打响，即在全市各地高唱《国际歌》和革命歌

曲，叫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这一提议为会议所采纳，作为决议交由各战线同志回

去执行。当晚，他召开西路起义军会议，进行具体的起义部署，强调“起义队伍要勇敢机智，

立即肃清反革命，防止敌人破坏”。当晚，杨殷指示曾伟赞监视铁路的反动分子，防止他们

破坏铁路，曾伟赞联络了数十名失业工人，配备约 10 支手枪，执行任务。

总之，在广州起义前杨殷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情报工作、地下交通、印行党刊、发动工

运、联络农军、试制炸弹、营救干部、策划起义、具体部署等无不亲力亲为，在腥风血雨中

脚踏实地，在白色恐怖下埋头苦干，竭尽全力为广州起义的发动创造较好的条件，作出了别

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二

1927 年 12 月 11 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起义中正式成立时，杨殷担任人民肃清反革

命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首次会议讨论并作出决议的事项之一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严厉镇

压反革命”。会后，杨殷下令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通知各路起义军加强肃反工作，维

持革命秩序，控制交通。“广州苏维埃政府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宣布通缉

国民党领袖，一般劳动民众得以随处逮捕，就地正法……并发布命令宣布国民党政府人员的

死刑，严加通缉。”

为了镇压反动派的反抗，“肃反委员会便将办事处设于财政厅原址，加紧捉拿反动派，

并命令起义队伍，对凡系反对工农民主政府的反革命分子，立即加以逮捕。”杨殷领导的肃

清反革命委员会，“为歼灭反革命派、工贼、走狗、奸细等的机关。工人表现真正布尔塞维

克的精神，努力歼灭并逮捕著名的剥削者、反动派、警察、奸细、走狗、工贼、官僚、反革

命派国民党的军官”。

被起义军从监房中救出的海员工人黄养回忆说，“我领枪后，在公安局见那些残杀过革

命同志的白狗——督察、侦缉、警官，没逃掉的都被押来了。由于我熟悉监仓，便由我带领

和指点关押反动分子……后来大家便推举我当看守。我们是不轻易杀人的，但对那些罪大恶

极的坏蛋绝不姑息。由于在伪公安局当杂工和炊事员的人的检举，我们毫不犹疑地当场镇压

了一个双手沾满人血的警官。”

当天上午 9 时许，在惠福分局对门站岗放哨的赤卫队员分头截获了两个可疑分子，在他

们身上搜出了国民党的文件，于是立即把他们押送到总部。“到了总部大门，有几个从狱中

出来的同志围了上来，认出这是两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双手沾满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鲜血的刽子手。同志们愤怒地扑过去，把他推倒在地，射出了复仇的子弹，讨还了血债。”

当事人梁若尘回忆说，在设在公安局的临时苏维埃指挥部内“看见一位担负肃反任务的

同志，一手拿着盒子炮，一手抓着捆缚犯人的绳索，往大门出去。犯人走在前，他在后押着。

只听见犯人用几乎听不见的低音说：‘我不是士的党，你要问清楚。’那位同志轻蔑地斥责说：

‘昨天你不是很威风吗？今天为什么装得那样的善良了。’后来，我走到一条横巷，看见十

几个群众在围看一对刚被镇压的中年夫妇。女的已断气，男的伏倒在石板上，看上去还在搐

动。群众中有的愤怒地说：‘这就是假装斯文的豺狼沈藻修。清党时杀害学生、教师不知多

少。’最近阅读文史资料才知道那横巷叫司后街口，被镇压的原来是住在那里的，当时企图

偷跑，卒被就地枪决的。”沈藻修时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清党委员、法院院长。他们夫妇是

12 月 12 日一早在家里被青年赤卫队抓走的，原本要送苏维埃政府处理，途经青年赤卫队队

部时被海员赤卫队队员枪毙。与此同时，青年赤卫队队长带领一部分队员逮捕了中山大学的

反革命分子梁展昌、张资江，解送苏维埃政府追查处理。被解送苏维埃政府追查处理的还有

《民国日报》的袁总编辑。此人在蒋介石叛变后一直写文章骂共产党，不料在路上被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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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认出逮捕。“当天晚上，苏维埃政府门前贴了一张大布告，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事实上，团市委在黄花岗后面的二望岗召开过 200 多名团积极分子骨干会议，会后团员们完

成了杨殷交给他们的肃反任务。

广州起义方兴未艾之际，外县土匪袁虾九之流乘机混进市内作案，纵火抢劫永汉南路高

第街一带，以冯赞为队长的工人赤卫队“奉命驰往灭火及镇压敌匪，以保护市民生命财产。”

不过，整个广州起义期间肃反镇反的数量并不大。根据一亲历者说：“这一次起义，事

后根据各方面的调查和估计，敌人方面，整个过程死者才不过 100 多人，包括士兵和军官、

工贼和所谓清党委员等。另外还有扣押下来听候审讯的敌方人员约 200 人，但到起义失败时

来不及处理，都乘机逃脱，参加了反扑。”1927 年 12 月 28 日李立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

广州暴动“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占据广州三日，杀人不到一百，捉了的人，都需

经过惩治反动派委员会，审过后才肯杀，因此退走时，还关有七八十个反动派在牢里。失败

后，便出来引导军队大杀我们了。在暴动时，一切当时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除李福

林外），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当时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以上报

告基本属实，但他断言“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则明显言过其实了。

当时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的赖先声指出：广州起义爆发后不久，总体上是“敌强

我弱，敌攻我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市区内尚潜伏着许多零散的反动军警和商团

武装，一时来不及肃清，他们随时在街坊屋顶上、楼窗中放枪对我们袭击。领导广州起义的

张太雷同志就是不提防受这种袭击牺牲的。”聂荣臻后来认为，就 12 月 12 日中午张太雷去

西瓜园出席工农兵大会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冷枪打死了。太

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其实那天开会时，会场外围已经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妄

图破坏会场，工人赤卫队对此虽有发现，也仅仅加以监视而已。在西濠口太平南一线赤卫队

坚守阵地，13 日，“潜伏下来的机器工会体育队和工贼流氓，冒充赤卫队，占据了太平南路

嘉南堂八楼”，用机枪居高临下扫射，赤卫队上下受敌，只得且战且走，退到西瓜园和惠福

路一带。起义军某部炮连第三排连夜转回观音山，途中也有“潜入和潜伏的反动分子在做破

坏活动，各路口、各山坳，时常发出冷枪”。由此可见，肃反镇反不严也是导致广州起义失

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然，肃反是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可不慎重。相对来讲，在军队中革命反革命壁垒森

严，政治立场大家看得很清楚。因此，各部队在起义一开始就果断处决了一些反动军官，为

士兵起义扫清了障碍。如叶剑英掌握的教导团一开始就处死了参谋长兼代理团长朱勉芳，“并

将不久前接任的第一营营长方际平、第三营营长樊少卿等反动军官和暗藏在连队里的‘孙文

主义学会’分子共 15 人逮捕起来，一并予以关押”，旋即枪毙。警卫团也是如此，“团长首

先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分子并解除一些部队的武装后，立即派兵执行党的决议，宣布武装起

义”。但是对于百姓特别是工人中的反动分子（如工贼李德轩操控的广东机器总工会及其“体

育队”的骨干）哪些应该逮捕、哪些应该处决，事先并没有进行仔细的调查，自然更无预案。

根据黄平的回忆，“暴动前，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决定要叶挺领导军事，杨殷领导肃反。他们

当时都在香港，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他们可以在暴动前几天回广州就可以了，早回来有多点

被捕的危险，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暴动不是一件简单事情，拿上手就能做的，而是需

要每个参加者，尤其是负责人，事先详细研究讨论的……杨殷在肃反工作上也使人感觉他不

够积极，这也难怪。肃反是一件需要仔细准备的工作。他来到广州不到一两日就暴动，哪里

有时间来筹备呢？”这里黄平的回忆与史实略有出入，根据前文所述，杨殷至迟 12 月 7 日

已到广州，此时离广州暴动还有四五天而不是“一两日”。当然对于头绪纷繁、错综复杂、

政策性又很强的肃反工作来说，即便有四五天时间也是不够的。问题还在于杨殷没有也不可

能把他的所有时间都放在肃反上，他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再说，起义不久总体态势是“敌强我弱，敌攻我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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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即使有意也无力肃清潜伏在市区的反革命分子，真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这种大势，

杨殷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12 月 11 日公安局被攻占后，杨殷亲自给闻讯而来要求参

加战斗的工人群众和出狱的同志编队，把枪交给队长去分发。上午 7 点，杨殷吩咐施展等人

巡看各地尚未拿下的据点。他还布置参加攻打公安局的铁路工人敢死队迅速返回广三、粤汉、

广九等路，占领和守住车站，切断敌人运输，阻滞敌军反扑广州，同时调机车接运郊区农军

进城，援助起义军。中午他在公安局内召见黄平民，要他立刻带三四个同志去贤思分局，指

出“那里是真空。不过，要警惕敌人的诡计”。黄走后，杨殷又要黄平民的工作搭档李少棠

也去，“叫黄平民注意，检查一下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后门和后路，以防万一”。可以说，杨

殷的一些军事布置是必要的周密的，对于扩大和巩固广州起义的胜利成果是有一定作用的。

据上海报纸报道：“黄琪翔欲调兵回广州，各铁路均在共党手中，运兵甚难。”

12 月 13 日在敌军已逼近公安局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指挥赤卫队作战的杨殷才被迫率十

几名赤卫队员突围撤出广州，前往海陆丰，与彭湃等人一道继续坚持和扩大海陆丰的武装斗

争。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事后杨殷在党内刊物《红旗》发表广州起义的回忆时通篇没有提及

他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中担任的肃反委员工作，但对敌人重占广州后的暴行多有揭露：“进城

时著名土匪的李福林军队及薛岳新编的土匪，乘机放火、抢劫，被难者何止千家。更逞其凶

残，逢人便杀，因勒索不遂而被诬为共产党者为数甚众。闻反动区长郑某亦被枪毙。更将工

友包围屠杀至三千余人，尤其是红花冈、东教场、观音山三处，每处五六百人，用机关枪扫

射……十六七八日仍继续其杀人抢劫的生活，尸骸遍地，血流通渠，用汽车运送至十八日始

得完竣。女子被杀后加以剖心剥腹”。

广州脱险者卢必孚回忆说，“敌军进城后，对我广州军民大肆洗劫和屠杀，全城搜捕起

义人员，凡衣领上有红色痕迹的，无分男女老幼，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害，从珠江长提到

执信学校，沿途堆积的尸体如山，血流成渠”。又有人回忆“市民被敌方杀害的人也有二三

百人”，“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了”。“反动军警还强迫被捕的革命群众

在市内收尸，用大板车运送到马棚岗一带挖深坑掩埋。最后，连挖坑的群众连同革命者的尸

身一起，被埋进坑内”。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起义军占领广州后肃反镇反不力也有较大的

关系。

总之，在广州苏维埃任职的短短几天内，杨殷参与领导军事斗争功劳很大，但也确实存

在肃反工作不够得力的缺点错误。参与领导军事斗争扩大与巩固了广州起义的胜利成果，而

肃反镇反不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在军事斗争方面的贡献。

三

1928 年 1 月初，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了全体（扩大）会议，李立三采取惩办主义。他

没有给杨殷、周文雍、叶挺、陈郁等同志以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就匆忙作出决定开除黄平、

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等的省委委员等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 3 个月或调做下

层工作等处分。其中对杨殷处分的理由是“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未执行任务”，“调做下层

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

平心而论，杨殷担任肃反委员是做过一些工作的，虽有明显的缺点与不足，但尚不至于

“未执行任务”。杨殷当时虽不同意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但他不计较个人委曲荣辱，任劳

任怨全力以赴地处置起义的善后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嘱咐李少棠把黄平民接到娘家

暂避，全家大小都按李的嘱咐称黄为表亲，没有引起过到家搜捕的敌人的怀疑。黄平民脱险

后，出任南路特委书记。他还积极接待安置到港的同志，安慰他们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

的鲜血不会白流。由于党中央及时纠正了“左”的惩办主义错误，1928 年 4 月 13 日杨殷在

省委扩大会议上又当选为省委委员。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杨殷当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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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会后杨殷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工作，11 月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委员。直到 1929 年 8 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这些党内职务的不断提升，某种程

度上也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对杨殷包括广州暴动在内的工作业绩的肯定与褒奖。

“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过去一个阶段所进行的英勇的后卫战”，连同南

昌起义、秋收起义并称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三大起义。杨殷在广州起义中有功劳也有错误，

但总的来说是功大于过的。周恩来在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牺牲不久写的《彭

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指出，彭、杨、颜、邢四烈士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

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革命的领袖”。他们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

党之很大的损失！”我们认为，这也是党中央对杨殷个人的最终定论。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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